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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对高层与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影

响。将汶川震后３０个村庄数据纳入模型，发现拜年网规模、乡以上干部网规模、本

村人信任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作用。建构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

资本有利于使不同层级政府信任趋于平衡：合作性好的个体和社区有较多渠道解决自

身的民生问题，在对接政府和各界资源时，能够显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与政府

的交流互动，从而增进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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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重大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持续深入的关键阶段，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心态呈现内部分化态势，如不
同群体、地域和时段的政府信任度存在分殊。而理解民众的政治信任并探寻背后的
作用机制是转型期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对汶川震后
居民的追踪调查，从互动性的社会资本视角解释为何相较于中央政府，民众普遍较
不信任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不足是当今社会治理的重大难题，其负面影响
政策的推行及执行效能，本研究试图在清华大学乡村重建团队于汶川震后灾区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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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期追踪数据的基础上探讨其成因与机制。

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震后，国务院迅速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灾后恢复和重建
的指导与政策落实工作，６月４日通过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９月１９日颁
布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进一步明晰抗震救灾的目标、职责和进度，

中央政府半年内出台的扶持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多达８８项；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建
立对口援建机制，震后三年共投入恢复重建资金１０２０５亿元，１９个援建单位投入

８２５亿元，灾区接受捐赠７９７亿元；① 地方政府依据 《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
作方案 （政府补助对象和标准）》，对地震中受灾的家户进行补贴。

中央和各级政府都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也取得了瞩目的重建成效，不过民
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并不一致，呈现为 “央强地弱”、中央和地方都下降
的总体趋势，② 这与政府信任的既有研究结论一致，也与清华大学乡村重建团队在
汶川震后灾区跟踪调查的实证数据相符合 （见表１）。

表１　政府信任年度数值

年　份 平均数 样本数 标准差

高层政府信任

基层政府信任

２００９　 ４．８８７　 ４６６ ．３８７

２０１０　 ４．７４２　 ３１３ ．５２６

２０１２　 ４．４７３　 ５３７ ．７３０

２００９　 ３．６６３　 ４６６　 １．１３４

２０１０　 ２．９２６　 ３１３　 １．２７６

２０１２　 ３．３８７　 ５３７　 １．０２３

　　　数据来源：根据 《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重建效果的分析》（罗家德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一书中第１０９—１１９页资料整理。

中国的政府信任存在 “央强地弱”的信任层级差现象，③ 人们对 “抽象政府”

的信任度高于 “具体政府”的信任度，④ 李连江称之为 “差序政府信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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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为何相较于基层政府，民众对高层政府更加信任，

从而形成一种不信任与自己关系近者却信任与自己关系远者的 “逆差序”政府信任

现象，提出以下观点：拥有个体、社区社会资本较多的人因为与基层政府接触多、

了解较深，既能从基层政府得到资源，又有较多渠道解决自身的民生问题，较少依

赖政府，从而对基层政府信任度较强，他们也有官方媒体之外的信息渠道去了解高

层政府政策，因此减少了基层与高层政府信任的落差。我们以汶川灾后重建时期的

乡村社区数据验证上述假设。

二、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对政府信任的解释主要有制度、文化、社会资本三种范式。制度理论基于理性

人假设，认为民众根据政府的表现理性地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并影响其信任水平

的高低，① 强调民众对物质利益的算计、政府承诺的判断和政府表现的评估会影响

其政府信任。政府信任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的评估，如果一个

政府的行为增加了民生福利、腐败得到控制，得到民众认可，则政府或制度的可信

度会增加，就会有较高的政府信任。② 因此，民众对政府职能和绩效的感知越明显、

越满意，对政府绩效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落差越小，由此，政治合法性越高，政府

信任度也越高。本土研究佐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即经济增长、民生福利、

惠民政策等政府绩效、公共政策、生活满意度指标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文化理论强调，“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根植于文化规范，并通过早期生活的社

会化而得到传播”，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政府信任在不同国家、社会和族群间会有

所区别，③ 其认为传统政治文化，④ 国家对媒体的控制⑤以及政治图像的生成和传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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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本土实证研究证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儒家传统思想对
现有政治信任有影响，接触媒体的频率对政府信任呈负向显著影响，后续研究认为
中央政府主导政治图像的生产，话语权的优势使中央政府较之于地方政府更有能力
生产取信于民的政治图像。①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在公民参与网络密集、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地区，人们
积极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风气表现为互助、互信与合作。参与者之间直接
或间接的交往越多，信息流通越充分，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

以往合作的成果有利于未来的合作。社团、集社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横向连
结的社会自组织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团体信任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促进个人
对社会和政治的信任。② 胡荣等在本土研究中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假
说，发现 “社团参与”因子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负面的，但 “公共事务参与”因子
对于政府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③ 揭示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特殊性
和复杂性。

文化理论将政府信任分为宏观的国家文化和微观的人际社会化两个层面。④ 学
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信任度在国际比较中偏低，属于小范围的、特殊主义的信任，

没有形成普遍性的一般信任，因此国家文化层面的信任偏低；⑤ 而基于特殊主义
的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强信任又会阻碍横向团体的联结，不利于社会团体溢出效
应的发生，对政治信任不会有太大的帮助。⑥ 文化理论可以解释总体性的政府信任
高低以及个体化的政府信任差异，但无法解释为何存在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间的
落差。

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范式从网络、互动、认知的视角来看待政府信任。因为作
为基层政府代表的政府官员在民众网络范围之内，通过与民众的互动增进了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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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见度及其与基层政府的亲密程度，① 因此可以通过个体社会资本范围内的关系

网络动员得到支持和资源，而高层政府及其官员都不在民众的网络范围之内，既不

能对其施加影响，也动员不到资源，因此相对缩小了基层和高层之间的信任落差。

相比之下，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范式为政府信任的层级差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

本土研究证实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范式对政府信任的共同影响，二者为兼容

而非互斥关系。本研究沿着既有的理论脉络，探索民众与政府接触和互动如何形塑

了其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和不同层级政府信任度高低的认知。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制

度理论的 “政府绩效”测量指标相对一致，社会资本范式的测量指标和分析结果各

异。② 寻找结构更清晰、稳定性更好的社会资本维度是推进既有研究必须破解的难

题。帕特南定义的社会资本虽然主要指涉集体维度，但实际上表现为个体信任倾向、

社会关系网络及蕴含其中的个体间的互惠。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政府信任时，

社会资本应操作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且这两种社会资本的测

量方法在学界已达成一定共识，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总之，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网络在个体之间、社区层面的联系，应从个

体和社区的层面出发，探析民众与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关系、互动和认知如何通

过资源获得、绩效感知来影响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

（一）个体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指个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及其可动员的潜在资源。

社会资本越多，代表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资源越匮乏，那

么其剥夺感就会越强烈，既会丧失个人信心，也容易引发对政治的不满，从而降低

其政府信任度。③ 政治信任是个体的一种心理反映，若个体自身境遇不佳，政治信

任感则容易受损，其强调的是个体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拥有社会资本多

的人，被剥夺感越弱，政治效能感越积极、强烈，政府信任度就越高；与体现基层

政府意志的地方政府官员互动多，频繁的接触和沟通形成了连带关系，④ 从而增进

互信度，体现在对政府官员的人际信任和对基层政府的组织信任。相比之下，个体

对高层的了解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媒体渠道而非人际接触来获得的，因此，即便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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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网差大，接触到的信息数量多、异质性强，但对高层政府的信

任不一定强，由此导致对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落差缩小。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村里精英群体认识的基层干部较多，且与部分官员有

较好的私交，他们把对政府的印象拆解为对官员的信任，连带着对基层政府的信任

度也较高。而普通村民认识的地方官员较少，政府对他们而言较为抽象，对各级政

府的印象是 “中央的政策好，但地方给搞歪了”。总体而言，在普通村民眼中，高层

和基层的政府信任落差拉大，而精英群体的落差则较小。

假设１：个体社会资本越多，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是资源，个人可以通过目的性的行动从其镶嵌于其

中的社会网络中动员和获取资源，获得权力、财富和声望方面的回报。个体社会资

本的测量日渐成熟，且个体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实证研究中也不断被证实。边燕杰、

李煜提出 “春节拜年网”概念，发展出城市居民春节期间的拜年网并以拜年交往者

的社会结构地位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包括拜年网规模、拜年网密度、拜年网网顶、

拜年网网差等指标。①

既有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主要通过拜年网来进行，测量指标主要关注网络规模
（拜年网规模）、网络密度 （拜年网密度）及网络异质性 （拜年网网顶、拜年网网差

等）三方面，对权力关系则较少论及。我们参考既有研究，针对灾后社区恢复情况，

结合权力关系在信息和资源获取中的重要性，除拜年网外，还测量了村民的工具网
（ｈｅｌ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和情感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情感讨论网，简称情感网），并测

量村民与干部关系的 “干部网”，确定个体社会资本的三个测量指标：拜年网规模、

关系网亲友比例、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

本研究的 “拜年网规模”指标延续了传统拜年网测量方法，“乡以上干部网亲友

数”不仅反映网络构成的异质性，也凸显权力要素对信息和资源获得的重要性，“关

系网亲友比例”亦是传统网络密度测量上的创新，且结合网络异质性要素，因为拜

年网不区分地域因素，而关系网包括工具网和情感网，二者均以在地的社区成员为

主，因此，村民关系网中亲戚朋友比例的均值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村民关系网络的构

成，即网络异质性，另一方面可以勾勒村民嵌入密网的程度。

拜年网规模测量的是给某个人拜年的人数，拜年网规模越大，则受访者从其社

会网络中可动员的资源和支持就越多，这会带来良好的政治效能感和较高的基层政

府满意度和信任度，从而减小基层和高层政府间的信任落差。

假设１ａ：个体的拜年网规模越大，则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既有个体社会资本测量对权力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拜年网网顶和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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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依据是职业，权力关系的最直观体现是关系网中干部的亲友数量的多少，由
于乡及以上干部才属于公务员，本研究提出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这一概念。在农村
社区中，除职业区分，关系网中干部的数量是体现个体动员能力的关键要素，因此，

关系网中的干部数量是衡量个体社会资本多寡的指标。一个人认识的干部多，尤其
是具有亲友关系的干部在关系网中数量越多，那么其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机会就越多。

这意味着他与政府官员及其所代表的基层政府互动就越多、互信程度也越高，从而
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

假设１ｂ：个体的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越大，则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社会网理论中有强连带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和弱连带 （ｗｅａｋ　ｔｉｅ）之分，后者利于传
递异质的信息，提供重复性低的资讯，在求职方面被证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前
者则能带来影响力，有利于资源的获取。① 然而，较多的强连带虽能因紧密圈子的
形成而带来承诺和忠诚，但会因较少的结构洞而减损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机会。② 关
系网亲友比例越高，说明个体越深嵌于强关系的密网中，由此带来熟人间的高
信任，但同时也因和外界异质信息的隔离，较易相信媒体形塑的政府形象。依
照文化范式中媒体相关理论，这会使个体拥有较高的高层政府信任度，从而加
大高层和基层政府间的信任落差。关系网中亲友比例越低，则越不易受到密网
的信息隔离束缚，其高层政府信任度越低，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假设１ｃ：个体的关系网亲友比例越小，则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二）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成员间的关系、社会网结构维度及社区内认知性社会资本，

它能让社群内部彼此产生合作性，进而可能促成集体行动，使整个社区受益，其有
三个维度：③ 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诸如关系网中认识的社区成员数量，个人的
拜年网、工具网及情感网中认识的社区成员，因一个社区内拥有关系数量与质量高
的人会更多地被动员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对社区有所贡献；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则
是个人关系网中因社区成员的交往而产生的个人网密度，密度高表示一个人认识的
社区成员也相互认识，此人因此深深嵌入在社区成员形成的封闭网络中；认知型社
区社会资本则包括一个人对社区的认同感、信任感和亲密感，若认同感、信任感和
亲密感高，就会参与更多的社区活动，对社区有利。而参与社区活动越多、越活跃，

社会团体就容易产生外溢效果，增加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但以下回归分析因为资

·０９·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ｐｐ．１３６０－１３８０．
Ｒ．Ｂｕ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参见罗家德、方震平： 《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入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
《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料限制，将只分析关系与认知两个维度。①

社区社会资本虽是社区拥有、受益的社会资本，但国内很多乡村社区是行政村，

有的会大到上万人，要想用整体网方法测量整个社区的关系与社会网结构会非常困

难，所以本研究将以个体网方法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体现在个人

层面的关系与网络结构特质，但属于对整个社区有益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个人层
次的指标测量来获得。

社区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汶川震后重建时期尤为明显。从中央、省市

县到乡镇，各级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灾后的抢救、重建，这

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资源对灾区的注入。而资源的落实单位是社区，灾后政策宣
传会、方案讨论会等都在社区维度进行。社区社会资本高的社区，内部网络连结多，

互信程度高，人们也更倾向于参加集体活动，而参与社区活动多的成员有更多机会

接触灾后资源对接的资讯和资源，从而拥有较高的基层政府满意度。

另外，社区是灾后恢复最主要的力量，社区社会资本高的人参与社区活动多，

受益于社区提供的相互帮助；是合作的力量解决了重建期中很多民生问题，如此可

以较少依赖基层政府的援助，减少了对政策期待与实际执行中的落差，从而降低对

基层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社区力量使得灾民生活在重建期中较快得到改善，增加

了政府援助政策的效率与效能，所以社区参与度高的成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提高。

这些使得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缩小。

假设２：社区社会资本越多，与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接触和互动机会越多、基

层政府信任越高，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就越小。

从关系维度看，在社区中有好的人际交往会带来较多的社区强连带。强连带会

提升交往双方的信任感，一是因为强连带本身就代表着较长的交往历史与较高的互
动频率，② 双方相互了解的程度较高，对对方行为的预期也较准确，从而产生信任。

二是因长期交往与频繁互动，加上互惠性的工具交换会培养出更强的情感，这会带

来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③ 此外，强连带意味着影响力，一个人在社区中有较多的

强连带，就相对地对较多的人有较强的影响力，可改变受影响者的行为，使之符合
自己或大多数人的预期，从而减少受影响者的欺诈行为，增强信任感。信任感越强，

被动员参加社区与公共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增加与基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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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机会，有利于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培育。

假设２ａ：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社区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指涉：一是有较强的社区信任感，规范强的社区成员
会相互监督，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能立即察觉，对密网内的人形成强大压力，使其行
为有可信赖性，① 这促进了有承诺的关系，② 这类关系蕴含着强大的保证性，③ 有
利于合作行为的稳定性和维持。二是社区认同感，主要表现为社区归属感，社区归
属感是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包括居住年限、

人际关系、社区满足感、社区活动参与等。④ 归属感越强，成员对社区内人际关系
状况和关系结构形态的满意度越高，社区活动参与度也越高，这有利于关系型和结
构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增长，共同增进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

假设２ｂ：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数据来自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汶川震后灾区收集的三期调查数据。调查持续四
年时间，每期数据间隔一年半左右，以便对重建不同阶段进行调查和追踪。２００９年

５月 （一期）收集的是板房时期数据，当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采用 “概率
与规模成比例抽样”（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Ｓｉｚ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法，而是根据村庄
规模、受灾严重程度、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选取德阳市和绵竹市的１２个村庄，每
个村随机抽样３３户，收集前测问卷８３份，正式调查问卷４７５份，共收回有效问
卷５５８份 （回收率１０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二期）收集的是房屋重建时期数据，

是一期数据的追踪调查，共计追踪到１２个村子的３１３份样本。２０１２年４月 （三
期）收集的是重建完成时期数据，除追踪调查的１２个村庄外，还新增了成都市和
阿坝州的１８个村庄作为调研点。本期数据来自在四川省德阳的什邡市９个村庄、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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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

２期。



绵竹市３个村庄，成都彭州市和郫县１３个村庄以及阿坝州茂县５个村庄，总共３０
个村庄中实施的一项问卷调查。调研得到９５３份问卷，有效问卷９４９份 （有效
率９９．５８％）。

调查数据基本涵盖所有受灾地区的社区类型：德阳市、绵阳市是川西平原受灾
较重的汉族聚居农村，以农业为主营经济；彭州市是成都市辖区内的受灾地区，有
较多的服务业，也是川西平原的一部分；北川县和茂县则为羌人聚居的山区狭谷地
带，以农业为主。我们根据村庄规模、交通便利程度进行方便抽样，每个村庄采用
随机抽样方法抽取３３户进行入户调查，入户后再以Ｋｉｓｈ表选取一名成年人作为访
谈对象。调查参考的是行政村中的村民名册，以此为抽样框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员
由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构成，访谈前经过了相关的专业培训。调查问卷
是由研究团队自行设计的结构式问卷，根据相关的理论文献及测量工具进行设计，

不仅收集村民家户的基本情况，还收集被访者的社会网络 （工具支持网、情感讨论
网、拜年网和干部网）、社会认知等方面的数据。

本研究将三期数据均纳入分析，尤以代表不同受灾类型且样本量较大的三期数
据作为重点分析。之所以选择灾后重建完成的时期对受灾社区进行分析，主要是因
为本研究的理论建基在个人和社区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基层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上，

从而影响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而灾后重建过程是一个政府大量分配资源进入社
区的时期，社区居民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与基层政府的互动以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公
平性。在其他某些地区，如果公共资源十分贫乏，这样的互动与感受可能不那么强
烈，不能凸显本研究探讨的 “央强地弱”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因此重建后的这３０个
社区是一个较好的样本。

为避免被访者社会网络信息得不到完整呈现，本研究剔除三期数据工具网、情
感网、干部网三个网络数据中有一项及以上缺失值的数据，同时，考虑到空巢家庭
的特殊性，只有孤寡老人的部分家庭有缺失值时，本研究将其规模及三个网络数据
标记为零，从而得到有效分析数据５５６条，由于政策执行公平性这一指标有１９条缺
失值，因此最终分析数据是５３７条。① 表２是数据规模为９４９和５５６的描述统计量，

包括性别、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是否中共党员、年龄等变量。从表２可以看出，

各变量均值相差不大，相差稍大的 “是否中共党员”也因方差较大，差距并不显著。

可见，本数据并不存在选择性偏误。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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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网络，最后得到９４９条数据，其中三网齐全的数据是５５６条。一
期和二期数据的样本量较三期少，若再剔除三网不全的数据，则样本量太少，较难实
现本研究目的。



表２　数据规模为９４９和５５６的描述统计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　值 标准差

变量名 ９４９　 ５５６　 ９４９　 ５５６　 ９４９　 ５５６　 ９４９　 ５５６
性别 ．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７６４ ．５８４５ ．４９４３９ ．４９３２５
教育年限 ．００ ．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５．８７３４　 ５．７５３４　 ４．０２４２９　 ４．０２５４１
婚姻状况 ．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４０７ ．９６１８ ．２３５７４ ．１９０７９
是否中共党员 ．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４３ ．１０４３ ．２７７９８ ．３０５９５
年龄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４９．４３８４　 ５１．２４４６　 １４．８１４８８　 １５．４６８９３

（二）变量

１．政府信任
关于信任的问项采用 “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根本

不信任”五分定序回答，对其分别从５分至１分赋值，对象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

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级政府信任
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两个因子：基层政府 （此因子的权重主要在县／市政府、乡／

镇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上）信任、高层政府 （此因子的权重主要在中央政府、省
政府上）信任。可见，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是有差别的，这和既有研究发现一致。

为更好地反映政府信任变化，我们采用高层政府信任均值和基层政府信任均值指标，

前者将村民对中央政府、省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均值化处理，后者将村民对县／市政
府、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的信任程度进行均值化处理。

２．个体与社区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方法
本研究将个体社会资本操作化为 “拜年网规模”、“乡及以上干部中亲友数”以

及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拜年网规模”测量的是拜年网中给受访者拜年的人数，
“乡及以上干部中亲友数”是指在干部网中，乡以上政府机构中担任干部的亲友人
数，“关系网中亲友比例”是指村民在情感网、工具网中亲戚朋友比例的均值。

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包括：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用 “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进
行测量，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用 “本村人信任”和 “社区归属感”进行测量。本次
调查问卷中使用提名法 （ｎａ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对村民的 “工具网”和 “情感网”进行
询问。工具网主要涉及给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帮助 （例如借钱或物品、帮忙农活、

建房子、看小孩，等等）的人的相关情况，情感网主要询问的是与之谈心、聊私密
话题的人的相关情况。考虑到工具网和情感网的相关度较高，将这两个网络合并为
“关系网”，并计算其中本村人的人数得到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归属感这
一归为认知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变量，我们采用因子分析办法，从１７道题目中归结
出三个因子，社区归属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计算每位村民的因子得分，并进行
百分化处理。本村人信任则是一个五点量表的问项。

３．控制变量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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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任的制度主义范式强调民众的政府绩效感知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间的

落差有负向影响，参考既有研究，我们将政府绩效感知操作为控制变量，包含 “政

策执行公平性”和 “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纳入控制变量的人口学指标包括：性

别、年龄、教育年限、是否中共党员、个体经济地位、职业性质。其中，职业性质

区分为农民和体制内两个控制变量。

表３　所有变量一览

变量名 变量类别 变量说明 均　值 标准差

因变量

　高低层政府信任差值 定距变量 高层政府信任与基层政府信任的差值 １．０８６ ．９７５
控制变量

性别 定类变量 １＝男，０＝女 ．５８３ ．４９３
年龄 定距变量 被访者的年龄 ５１．２０３　 １５．４０８
是否中共党员 定类变量 １＝是，０＝否 ．１０８ ．３１１
教育年限 定距变量 被访者受教育年数 ５．７９１　 ３．９８９
婚姻状况 定类变量 １＝已婚，０＝未婚、离异或丧偶 ．９６２ ．１９０

政策执行公平性 定距变量
非常不公平、较不公平、比较公平、非常

公平 （分别从１—４赋值）
２．５８１ ．８０４

生活满意度 定距变量
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很满意

（分别从１—４赋值）
２．９７６ ．６２１

体制内职业 定类变量 被访者职业类型 ．０２３４ ．１５１
农民职业 定类变量 被访者职业类型 ．７４６ ．４３５
个体经济地位 定距变量 ５为最上层，１为最下层 ２．５５６ ．７８７
个体社会资本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定距变量 乡及以上干部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１４０ ．６０２
关系网亲友比例 定距变量 关系网中亲戚、朋友的比例 ．７７２ ．３０３
拜年网规模 定距变量 拜年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２８．９８１　 ２９．３９４
社区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人数 定距变量 关系网中本村人的数量 １．８９４　 １．２４３

对本村人的信任 定距变量

家人信任度 （从低到高分别按１—５赋值）
对本村人信任 （从低到高分别按１—５赋
值）的平均值

３．６５９ ．７８５

社区归属感 定距变量
根据因子分析得出，１—１００得分越高说明

社区归属感越强
７１．１８８　 １２．７９０

四、分析结果

表６变量间相关分析显示，高、低层政府信任差与社区社会资本中的本村人信

任呈负向显著相关，与个体社会资本中的乡及以上干部网人数、拜年网总人数呈负
向显著相关，与控制变量中的政策执行公平性、生活满意度呈负向相关，与年龄呈

正向显著相关，与未婚者相比，已婚状态村民的高、低层政府信任差更大；社会资

本中，社区归属感与关系网中本村人数、本村人信任均呈正向显著相关，乡及以上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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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网人数与本村人信任呈正向显著相关，拜年网总人数与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

社区归属感、乡及以上干部网人数、关系网中亲友比例均呈正向显著相关。针对前

述假设，本研究构建四个回归模型，如表４所示。

表４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　量
控制变量 个体社会资本 社群社会资本 全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控制变量

受访者性别 ．０３７ ．０５９ ．０４５ ．０６５
受访者教育年限 ．０５２ ．０４３ ．０３６ ．０３１
是否中共党员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受访者年龄 ．１２０＊＊ ．０９５＊ ．１０６＊＊ ．０８９＊

婚姻状况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５５ ．０５６
政策执行公平性 －．３２８＊＊＊ －．３２５＊＊＊ －．２９７＊＊＊ －．２９６＊＊＊

生活满意度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７
体制内职业 －．０７０ －．０３７ －．０６８ －．０３７
农民职业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０６
个体经济地位 －．０３３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３９
个体社会资本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０８４＊ －．０７４＊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 －．０３５ ．００８
拜年网规模 －．１２５＊＊ －．１２５＊＊＊

社区社会资本

关系网中本村人人数 －．０１３ ．００８
本村人信任 －．１３７＊＊＊ －．１３０＊＊＊

社区归属感 ．００７ ．０１３
Ｆ－ｖａｌｕｅ　 ８．６４６　 ７．７１６　 ７．５３０　 ６．９１９

△Ｒ２ ．１４３ ．１６３ ．１６０ ．１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１２７ ．１４２ ．１３９ ．１５２
Ｄｆ１／Ｄｆ２　 １０／５１７　 １３／５１４　 １３／５１４　 １６／５１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本研究要探讨的是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

影响。在模型中，我们以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为因变量，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体

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同时加入政府绩效感知、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控制变量中，政策执行公平性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影响，

年龄则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社会资本方面，乡及以上

干部网规模和拜年网规模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影响。社区社会资

本方面，本村人信任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关分析和回归

分析的结果一致，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因此，本研究假设１ａ、

１ｂ、２ｂ均得到验证，总体而言，本研究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了部分验证。

进一步，我们分别将５３７位受访者按照高层和基层信任落差均值为负数、接近

零和正数区分出来，并观察受访者的社会属性。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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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值

高、低层政府信任

均值差＜０

高、低层政府信任

均值差接近０

高、低层政府信任

均值差＞０
全部样本

样本数 １２　 １２６　 ３９９　 ５３７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受访者性别 （１＝男，０＝女） ．５８ ．５１ ．５７ ．５０ ．５９ ．４９ ．５８ ．４９
教育年限 ７．９１　 ３．９０　 ５．６０　 ４．２８　 ５．７９　 ３．８９　 ５．７９　 ３．９９
婚姻状况 （１＝已婚） ．９２ ．２９ ．９３ ．２６ ．９７ ．１６ ．９６ ．１９
是否中共党员 （１＝党员） ．１７ ．３９ ．１１ ．３２ ．１１ ．３１ ．１１ ．３１
受访者年龄 ４４．５０　 １２．８６　 ４７．３５　 １６．１５　 ５２．６２　 １５．００　 ５１．２０　 １５．４０
乡及乡以上干部网规模 ．２５ ．６２ ．３１ ．９８ ．０８ ．４１ ．１４ ．６０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 ．４１ ．４３ ．８１ ．２８ ．７７ ．３０ ．７７ ．３０
拜年网总人数 ２２．１７　 ２２．６３　 ３７．２７　 ３２．１５　 ２６．５７　 ２８．２１　 ２８．９８　 ２９．３９
关系网中本村人数 １．７０ ．８４　 ２．１３　 １．３５　 １．８３　 １．２１　 １．８９　 １．２４
本村人信任 ３．２５ ．７５　 ４．０５ ．８３　 ３．５５ ．７３　 ３．６６ ．７９
社群归属感 ６７．５５　 １９．０８　 ７２．８４　 １１．４９　 ７０．７８　 １２．９４　 ７１．１９　 １２．７９
基层政府信任 ３．３９ ．６１７　 ４．４１ ．９０　 ３．０６ ．８４　 ３．３９　 １．０２
高层政府信任 ２．９２ ．８２　 ４．４１ ．９０　 ４．５４ ．６１　 ４．４７ ．７３
政策执行公平性 ２．３３ ．７８　 ２．９１ ．７０　 ２．４８ ．８１　 ２．５８ ．８０
生活满意度 ２．８３ ．７２　 ３．０６ ．６６　 ２．９５ ．６０　 ２．９８ ．６２
体制内职业 ．０８ ．０８ ．０５３ ．０１９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２ ．０１
农民职业 ．６２ ．１４ ．７０ ．０４ ．７７ ．０２ ．７５ ．０２
个体经济地位 １．８９ ．２６　 ２．７３ ．０７　 ２．５２ ．０４　 ２．５６ ．０３

统计分析显示，５３７人中，更加信任基层政府的是占总数２％的１２人，其特征
是受教育年限较高，党员比例较高，且年龄偏小；除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较高外，

他们的其他拜年网总人数、关系网中本村人数、本村人信任、社群归属感、高层政
府信任、政策执行公平性感知均低于平均水平。简言之，这类人个体社会资本与社

区社会资本均低，但教育、年龄、政党属性上则属于精英群体，其政府信任却偏低，

尤其是不信任高层政府，所以才会使得两者落差为负值。还有一类是高、基层政府
信任十分接近的一群人，约占总数的１／４，他们的特质可以较好地说明本研究的理

论假设。相比于约占总数３／４的 “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人，其各项个体社会
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除关系网中亲友比例外，都显著较高，社会经济背景方面，

年龄显著更小，但他们对政策执行公平性感知最好，且对高层、基层政府信任均高，

所以两者落差很小。这一特质说明，培育和增强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可以
缓解 “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试图对 “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内在成因进行探讨。从社会资本视

角出发，以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为因变量，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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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建构回归模型，运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时期的乡村社区资料，对假设进行
检证。数据结果显示，拜年网规模越大、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越大、对本村人信任
程度越高，越会减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概言之，有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个体社会资本有助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落差。社会资本多的个体
具有较大的拜年网规模和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一方面，与地方官员的接触会增进
其对官员所供职的基层政府的信任，他们也较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对政府
效能持肯定态度，也因此增加了其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拥有个体社会资
本多的人可能会对高层政府信任度有所降低，接触到异质性的人和多样化的信息，

还会增进对高层和基层政府的特质及其关系的了解和反思。

其次，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落差。对本村人信任越
强的个体，其对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越接近。因为本村人信任强的人较合群，在
社区内部有良好的人缘，彼此之间信息交流也较为顺畅和充分，社区活动参与也较
为踊跃。在灾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大量资源注入社区的时候，他们及时知晓资讯、

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提高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另外，社区社会资本可以
促成社区内合作行为，守望相助使社区活动参与者在重建过程中恢复更快，一方面
他们较不依赖政府，另一方面社区合作也使政府资源更有效率与效能，从而使得占
有社区社会资本高的人对政策感知较好，增加了对负责执行政策和分配资源的地方
政府的信任。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乡村社区中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是造
成 “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个人脉广、政府关系多、或与社区关
系好的人往往有较高的政府信任度，高层与基层信任都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个体社
会资本多、社区参与活跃的人，彼此互动频繁，互助多，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可有
效避免社区集体活动中 “搭便车”现象，① 增加集体活动的质与量。在灾后的社会
情境下，合作性好的个体和社区在对接政府和各界资源时，会产生明显的综合效果，

能够显著提高资源对接和使用效率，从而增进对基层政府信任；他们既保持了对高
层政府 “既高且稳”的信任，也缩小了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长久以来，我
国乡村社区人际间呈原子化倾向，个人关系网变小变疏，社区共同活动减少。而自
发性组织缺乏是造成人们对基层政府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也导致 “央强地弱”政府
信任格局。这一结论能否推广到城市社区中，尚待更多的研究。

最后，在本研究中，制度范式和文化范式被本研究操作为控制变量，社会资本
范式则被区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数据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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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① 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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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制度范式的政策执行公平性、文化范式的年龄，① 以及社会资本范式的拜年网
规模、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本村人信任均对政府信任落差具有负向显著作用，可
见上述理论范式均得到部分验证，从而印证了三种理论范式对政府信任的共同解
释力。

综合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落差的影响，本研究推断，在维持对高层政府信任既
高且稳的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信任对改善 “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至关重要。

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差异及其对村民个体化差别对待会形成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高

低不均的格局。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均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来影响高、基层政府信任
落差。个体社会资本多的人接触政府资源的渠道较通畅，与政府互动机会较多，社
区社会资本高的人则在社区中有较好的公共参与度以及较多的与政府接触的机会，

他们的合作行为能帮助改善政府工作的效率与效能。这一资源分配机制与社会资本
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汶川震后灾区民众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始终高于基
层政府，且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均呈下降态势，但到了重建完成期，民众对基层政
府的信任却有所提升。这是因为在灾区，政府分配资源多而频繁，所以公平感知特
别敏感，这特别贴近本研究的理论，表现在这里的社会资本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效果
特别显著。我们推测这一理论可能适用于更大范围，研究者可利用ＣＧＳＳ等数据检
视社会资本对政府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还梳理出如下三期数据的社会资本统计量表，可以看到，“关系网中亲友
比例”以及 “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都是先降后升，灾后初期密网变疏，但重建完
成后又恢复原样。“拜年网规模”则先平后升，可见重建期扩大了个人的网络。“乡
及乡以上干部网规模”指标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在震后初期，伴
随着政府援助的密集施行，村民认识的乡及乡以上干部数量达到峰值，而一旦重建
完成，生活恢复常态，年轻村民继续震前的外出务工活动，与官员的接触骤减，干
部网规模萎缩。“社区归属感”整体呈上升趋势，“本村人信任”则很特别，在重建
最高峰时，村民互信最高，重建完成后反而降低了，但高于震前水平，在重建中，

村民嵌入社区的程度有所提升。这意味着，个人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受灾
后不同时期的影响，伴随着重建的过程，村民的拜年网规模、本村人信任、社区归
属感均有一定程度提升。可见，地震对汶川灾区居民社会资本和态度认知的影响是
巨大的。其中村民的拜年网规模与本村人信任是影响 “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
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提升，有益缩小信任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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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化范式强调年龄越大的人受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越深，往往会有更高的政治信
任度。



表６　社会资本三期调查得分统计

变量名 统计量 一　期 二　期 三　期

个

体

社

会

资

本

社

区

社

会

资

本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

拜年网规模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

本村人信任

社区归属感①

样本数 ４６６　 ３１３　 ５３７
均值 ．８２ ．４８ ．７７２
标准差 ．２４ ．３５ ．３０
样本数 ４６４　 ３１３　 ５３７
均值 ２４．８５　 ２３．３９　 ２８．９８
标准差 １８．９８　 ２６．８４　 ２９．３９
样本数 ４６６　 ３１３　 ５３７
均值 ．２４ ．２２ ．１４０
标准差 ．７５ ．６０ ．６０
样本数 ４６６　 ３１３　 ５３７
均值 １．８２　 １．４０　 １．８９
标准差 １．１９９ ．９９　 １．２４
样本数 ４４６　 ３１１　 ５３７
均值 ３．２６　 ４．１７　 ３．６６
标准差 ．５５ ．６５ ．７９
样本数 ３７４　 ３００　 ５３７
均值 ２３．６１　 ２７．９９３３　 ２８．３８
标准差 ２．９８　 ３．７１９２４　 ３．９０

在常态化的社会中，本研究仍具有丰富的公共政策启发意义：与民众切身利益
相关的民生政策、法规的出台，对于维持、增进政府信任，尤其是高层政府信任具
有重要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政府的公共支出应
向投资社会资本的方向倾斜，给予社区组织等第三部门更大的成长空间和更多的政
策、资源支持，为个体和社区提供更多的沟通、互动平台和机会，促成民众与政府
的良性互动渠道，提升基层政府信任，形成 “双强”（央强地强）的政府信任格局；

政府和第三部门应深入基层，了解不同社区及其居民的动态，通过群体和社区细分
的方式，为个体社会资本少的居民提供知识、技能培训和职业流动机会，为社区社
会资本少的社区提供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扶持，降低个体和社区的政府信任落差，促
进社会管理成效的显现。

本研究有以下现实意义：首先，有助于指导乡村社区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建
构和增加社会资本，使社区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和机会，从而提升政府满意度；其次，

为观察政府与社区及其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与民众间良性互动机制提供有益
视角，进而为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度、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参考。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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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第二期问卷问题设计不同，因子分析后计算的社区归属感变量只能在第一、三期
中计算，为对比方便，这里以三期中社区归属感主题下相同问题得分的均值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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